


















































由读者变成作者，看似是一种身份的转变。福柯在《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
thor?”, 1977）一文中认为，作者是一种分类方式，其功能“标志着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的存
在方式、流通方式以及运作方式”；它将作品关联到一个起源点。就我而言，《江海学刊》是
我的起源点之一，由阅读知名学者到熟悉师长的文章，进而发展到我自己成为这份期刊的
作者。
《江海学刊》对作者的优待不仅体现在推出新人上，还体现在文章的注释上。现代历史
学的作品充满了注释，同时配有批评性的书目提要。这种效仿“自然科学语言”的写作形
式，在《江海学刊》中体现为有些文章甚至能看到超过一页的注释。“海外学术之窗”栏目是
《江海学刊》的一项特色。海外学者的文章都比较长且附有详细的注释，中译文一般的做法
都是尽量删之或对此作简化处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海外学术之窗”所刊的译文大都
保留了引文的出处，有利于读者进一步链接到感兴趣的其他著作。
去年，为了收集2002年以来一些师友在中文期刊杂志上所发表的关于西方史学理论
的译文，接续陈老师所编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我在厦大图书馆过刊阅览室，面对
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闽南古剎南普陀寺，伴着寺里传来的钟声一本一本地翻阅《江海学
刊》。最后发现，在集得的28篇海外名家论文中，《江海学刊》是刊登译文第二多的期刊，仅
次于《学术研究》。在重新翻阅报刊杂志的那两天，接触《江海学刊》以来的一些记忆碎片慢
慢地串联起来，望见自己从一个阅览室到另一个阅览室的那些日子，回顾了与一些文章作
者相知相熟的经历，甚至发现了自己先前忽略的许多文章。用刊登在《江海学刊》2013年第
6期上《时间之镜》一文中的话来说，“过去的在场让我感觉、思考、施行与我所认为自己的
样子不一样的事物，因此促使我重写我自身的故事”。于是，我在“编后记”中写下了对《江
海学刊》和潘清老师仅用“感谢”二字不能完全传达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就没
有这一‘读本’，至少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最初开始阅读《江海学刊》算起，到后来成为它的作者，至今已有15年。本科时代读
期刊杂志上的文章，主要是为了获取新知新见，了解学术动态。进入研究生阶段，得两三位
良师指导，慢慢在阅读期刊杂志和书籍的过程中试着体会每位作者的“灵光奇气”。再往
后，带着老师刊登在《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上《论历史批评》一文的看法，即“反思与批评
从来都是促成历史学研究继续的动力”，从而思考《江海学刊》上那些师长的文章所蕴含的
“反思与批评”以及笔端所带的感情。
在《江海学刊》创刊60周年之际写下这些话，不是为了怀旧，而是祈望它如我所关注的
法国《年鉴》杂志一样，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继续扮演反映时代风尚、引领学术思潮和推动百
家争鸣的作用。衷心祝愿《江海学刊》越办越好！
（赖国栋，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